
许成钢：国家垄断土地所有权带来的基本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产权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

面，是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条件下，以通融的办法来不断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过去 30 余

年改革的成功，实际上核心就在于成功地部分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但是，这些改变是静

悄悄地进行的。经济体制里面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领域里，允许私有企业

进入，并且快速扩张。私有部门的快速发展，是 30 余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土地私有制不容回避 

  

  这里讲的私有部门，可以讲得更宽一点，即在中国经济改革早期到中期，也就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以后，越来越清楚地变为私有部门。除这种静悄悄的私有化，中国也有非常重要

的经济以外的体制改革上的成绩，以法律的形式，来保护中国的私有经济，保护中国改革的

成果。最突出的就是 2004 年中国的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产权，这是

中国人民在改革以来获得的一个值得歌颂、值得庆贺的伟大进步。 

  

  必须看到，虽然 2004 年的修宪表明了重大进步，但是，宪法对中国公民私有产权的保

护仍然极其有限。最突出的问题是宪法仍然规定中国公民没有私有土地产权。从简单的跨国

研究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都保护私人土地产权，而且，在所有这些国家里，

多数土地为公民私人所有。世界上只有少数不发达国家不允许公民拥有私有土地产权，例如，

古巴、朝鲜。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私有土地产权问题？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在所有经济里，产

权最基本的部分是土地产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私有产权的基础是土地私有产权。当公民

的土地产权没有保障、随时可能被剥夺的时候，其他所有私有产权的保护都可能形同虚设。

当个人没有土地产权的时候，个人其他所有产权方面的保护也会形同虚设。 

  

  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以工业化为主变为城市化为主。在这种情

况下，土地产权问题就成了中心问题，不仅决定中国能否顺利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不仅决定

中国经济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而且决定中国社会的稳定。土地私有产权问题已经成了中国

政治经济的中心问题，成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问题。 

  

  土地私有化是中国经济改革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此问题同时又深刻影响其他方面的经

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当前，非农用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及强制拆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

核心问题。中国现行法律规定，一切农用土地转换为非农用土地的时候，必须先国有化。这

为许多地方政府剥夺农民土地的劣行提供了法律和制度的支持。虽然，在国家相应的法律中，

有关于征地时补偿农民的条文，但是，法律关于土地产权的规定已经设定了前提，即只要作

为土地所有者的政府决定征地，所有不愿出让土地的农民的意愿已经被剥夺，补偿是强加给

农民的。对城市公民，情景亦为相同。中国现行法律规定，一切城市土地均为国家所有。这

为地方政府强制拆迁奠定了法律基础。 



  国家垄断土地所有权带来的五大问题 

  

  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广义地说是土地权益的控制权问题。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这一基

本问题不仅与农民有关，同时与全体公民、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都密切相关。最基本

的一点是，保护土地私有产权，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的所

有权关乎所有公民的巨大权益。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当有巨大利益相关时，有权有势的人侵

犯普通公民权益的动机就会强烈，引发严重后果。在任何社会里，最有权最有势的机构是国

家，是国家的各级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最有权最有势的人是政府官员。当有巨大的利益可

获得时，他们就有可能、有兴趣去侵犯公民的利益。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国家对土地拥有最

终的控制权，这给了各级政府不受束缚的巨大的侵犯公民利益的权力，是造成社会经济根本

问题的根源。 

  

  国家对土地的垄断权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即是，这使得政府可以“依法”剥夺农民和市民

对土地的权利。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强制拆迁。最近这些年，恶性社会问题大都涉及强制拆

迁。有人会以为，强制拆迁只是某个地方政府的不恰当行为。实际上，强拆有其基本的法律

和体制根源，即不承认公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强制拆迁显然是最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之

一。 

  

  国家剥夺农民和市民对土地的权利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不平等。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政府有法律的依据来剥夺农民和市民的时候，就会挤压他们的利益。当

有人在剥夺过程中致富的时候，就有人由于利益被严重挤压，变得更加贫穷。这一问题对农

民尤其严重。由于农民没有对土地的处置权，农民不可能在对他有利的出让方式下自主自救。

基本权益被剥夺导致许多农民的贫困，也严重阻碍了农民变成企业家。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严重扭曲土地市场，土地的严重供给不足是造成城市

房价飞涨的基本因素之一。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重点已经变成了城市化，其中核心的问题就

是土地开发。中国土地供给严重不足根源在于由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权带来的以下问题。 

  

  其一，地方政府利用对土地的垄断权试图最大化其收入。任何一个垄断者，无论是有垄

断权的商人还是有垄断权的政府，当他追求收入最大化的时候，垄断者一定要限制供给。在

土地问题上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城市高房价问题的核心就是由政府垄断土地而有意识地减

少供给带来的。 

  

  其二，利用对土地的垄断权，政府可以无约束地推行错误政策，全面限制土地供给。例

如以保护可耕地，即所谓“18 亿亩红线”为理由限制土地供给的国家政策。“18 亿亩红线”

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道理特别简单，因为 18 亿亩耕地，即 120 万平方公里耕地，只占中

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约八分之一。但是，占国土八分之七的绝大部分不可耕地是完全可以用

于城市建设的，是没有理由限制的。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江苏和浙江省，人口密度和中国台



湾及韩国差不多，而中国台湾及韩国大都是山区，可耕地少。如果没有人为限制土地供给，

如果像中国台湾及韩国那样，大量不可耕地被用于城市建设的话（由于土地是私人拥有的，

是在市场上交易的，除小范围的区域规划外，没有人为的全面限制土地供给。因此，除了在

中国台湾台北市及韩国首尔市中心和个别的几个市中心地价高以外，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

比，中国台湾及韩国普遍地价并不高），中国的地价不会这么高，房地产市场不会像今天这

样。核心的问题就是只要坚持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所有的房市调控政策除了会损坏市场之外，

解决不了高房价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政府限制土地供给造成的高房价，不仅严重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且

是导致内需不足及城市劳动力短缺的基本原因。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内需的很大部分都是

同住房紧密相关的。随着住房的扩大和改善，消费水平稳定大幅上升（例如，美国从 19 世

纪以来的长期发展）。当住房的扩大和改善缓慢时，内需发展就会受严重影响（例如，日本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经历）。同时，城市住房又直接影响城市工人的生活质量及生活成本。

因此，城市住房的高度短缺和高价会大大推高城市劳动力价格。即土地的问题引发劳动力供

给不足。 

  

  第五个问题，国家对土地的垄断制度是制造腐败的温床。国家对土地的垄断权不仅给了

官僚很大的机会在土地交易中贪污腐败，而且给了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吞公民权益的法律保

护伞。与土地相关的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之一，这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遇到的许多严重问题的体制根源所在。在改革开

放 30 余年里，我们一直试图回避把体制改革讲出来，但实际上，凡是比较成功的改革，都

是在静悄悄地改变中国的体制，都是在进行体制改革。 

  

  土地私有制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最终建立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为此，体制改革最基本的内容就是逐

渐建立宪政和市场，以削弱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在改革的早期，在削弱政府

在政治、经济中的作用这一方面，有了相当大的成就。改革的起点就是把土地的使用权，产

权的一个重要部分，分配给农民。接着是制造业和商业里面私有部门的大发展。至今中国经

济主体已经是私有部门，而除土地之外的私有财产得到 2004 年宪法修正案的承认和保护。

政府在制造业和商业中的作用已经有了明显削弱。但是，自从 2004 年宪法承认除土地之外

的私有产权之后，土地产权方面的体制非但没有向着改革的方向进步，反而出现退步。 

  

  虽然在改革的早期，政府的权力已经开始有所收敛，但是，当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到城市

化，当土地在城市化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利益越来越大的时候，借助于未改革的体制，即

中国公民没有私有土地产权，政府的权力开始重新扩张。政府权力扩张的核心内容是侵吞公

民的权利。可以说，中国早期推行的没有私有化计划的私有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原因在于，



土地带来的巨大利益对于以法律保护的无处不在的政府威权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占有动机。法

律赋予政府的不可限制的对土地的权力，使得腐败随政府的权力一起扩张，也更使得政府不

会像早期改革那样，静悄悄地自行削弱其力量。社会的基本问题已无法以通融的方式解决。

回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中国的改革已经碰壁。继续回避这些基本问

题，中国改革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人类进步的历史表明，土地所有权是任何经济体制里最基本的产权，而土地私有制是决

定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人类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发展阶段是英国和美国的产业

革命。其之所以发生于英国和美国而不发生于欧洲大陆，也不在中国，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在

产业革命发生之时，美国和英国已经有了相对的完善的土地私有制，有了法律对私有土地的

强有力的保护。这正是最不同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以及中国的地方。 

与此相似，所有战后成功发展的东亚经济体都经历过一个相同的体制改革：土地改革。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一方面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另一方

面法律充分承认和保护农民以及全体公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如同早期英美的发展，土地私有

制不仅奠定了这些经济体内人民的平等、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而且奠定了政治

体制向民主化健康发展的基石。 

  

  2004 年中国的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产权，这是中国改革获得的

一个伟大进步。但是，中国宪法仍然规定公民没有私有土地产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极少数

不允许公民拥有私有土地产权的国家之一。 

  

  人类进步的历史表明，土地所有权是任何经济体制里最基本的产权。土地所有权具有特

殊性是由于所有其他经济实体都只能存在于土地之上。土地的所有权最终决定一切其他经济

实体的所有权。不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经济，最终会侵犯建筑于土地之上的其他私有产权。

因此，如洛克及哈耶克等先哲早已论述过的，土地私有制是决定社会进步，推动民主宪政转

变的必要条件。世界上所有的以演化方式建立民主宪政的国家，在政治体制转变之前，多数

土地都不是政府或君主独占的。拥有土地的社会力量对政府或君主的制衡是推动民主宪政体

制改革的基础。即土地私有制是建立宪政的必要条件。 

  

  实际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起源于土地制度改革，土地联产承包制的核心内容就是把

土地的使用权分派给农户，并且是以平均的方式，实际上是朝着土地私有化实施的重大改革。

后来，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快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早期土地改革奠定的基础以及

后来开放城市土地市场。但是，由于在法律上农民和所有公民都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

权，强权强势侵犯公民土地权益的问题愈加严重。在没有法律保护的条件下，改革很脆弱，

公民的权利很脆弱，社会稳定很脆弱。尤其当中国经济发展从以工业化为主逐步转向以城市

化为主的时期，许多农民丧失了在改革初期得到的部分土地产权。土地带来的利益越大，没

有法律保护的公民就越脆弱，社会冲突就变得更为尖锐、更为危险。 

  



  土地私有制与宪政 

  

  土地私有制是宪政的最基本部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宪政的核

心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得政府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无处不在，使得公民自由能够得到保

护。保证宪政最基本的体制就是民主制度。除美国、澳大利亚等殖民地起源国家以外，历史

较为悠久的国家都是从君主制过渡为民主制度。在此过程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

土地私有制是前提条件。在 20 多年前的中国，关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孰前孰后有过很激

烈的辩论。在今天，在不少东中欧、前苏联国家成功转型，经济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之后，

在中国面对越来越尖锐的社会问题之时，关于中国是不是亟需推动民主宪政改革已经是无需

辩论的问题。需要辩论的是具体怎么做。 

  

  土地私有制问题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决定性问题。关于土地私有制和宪政的关系，一个

基本的要点就是，当一个国家的土地不是私有的时候，就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大到了不可限制

的程度。当宪法不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时，惟一留存的对政府的限制是政府的自愿，而不存

在外在限制的机制。这本身就从产权的基础上违反宪政的原则，使宪政成为不可能。的确，

世界上任何一个宪政国家都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对土地的法律从基

本上实施改革的阶段了。 

  

  土地私有制是宪政的必要条件 

  

  土地私有制究竟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还是宪政的充分条件，还是说土地私有制和宪政只是

鸡和蛋的关系,是一同演变互为因果关系？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看，土地私有制都是

宪政的必要条件。如上所说，逻辑上的道理是，当国家所有的土地都是由政府拥有的时候，

政府不受任何限制，这样的政府不可能演变出宪政的制度来限制自己。历史上的事实是，世

界上不存在任何一个通过演变宪政的体制，其起源是土地完全由政府掌控。历史上所有通过

演变产生的宪政，它的制度前提都是土地私有制。 

  

  世界史上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通过演化产生宪政的例子是英国。推动从绝对君主制向宪

政转变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对王室有制约力量的基本社会力量（例如贵族），

他们拥有和控制大量土地。而宪政的核心就是使他们对政府、对君主的制衡制度化。根据诺

斯等记录（2009 年），在 17 世纪末的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之前，英国的王室（国家）

就只拥有相对很少的土地，绝大多数土地控制在私人和教会手里。在 1436 年，英王室只拥

有3%的土地，而私人拥有约45%的土地（多数由贵族和绅士拥有），教会拥有其他20%-25%

的土地。 

  

  实际上，在 13 世纪以前，在被认为是宪政起源的《大宪章》之前，英国的多数土地就

已经控制在私人和教会手里，王室（国家）只拥有较少土地。作为君主立宪制的起源和体制

安排,《大宪章》中的核心问题就是由谁来决定税收。而谁能决定税收是由土地所有者决定



的。正是由于王室并不拥有所有的土地，因此，王室没有权力随意决定在别人的土地上收税。

王室必须和地主商量，二者互相制约。《大宪章》明文规定，王室（政府）必须承认并保护

私有土地产权。这是对政府权力制衡的制度基础，是产权基础。 

  

  美国的民主宪政体制产生于独立的那一天。在殖民地时期，当殖民者冒着生命危险进入

美国的时候，他们的理想就是获得私有土地。按当时的殖民法律，每个到达美国的殖民者都

获得了相等数量的土地。当时的殖民法律保护了他们在北美殖民地的土地产权。但是，当时

英王乔治三世公开宣布所有英国在北美占领的土地最终权利属于英国政府。这样英国自赋了

向殖民者随意征税的权力。这是导致独立战争的基本原因。当时，支持绝大多数美国人民争

取独立的主要动机就是希望保护私人对土地的产权。从获得独立的那一天起，美国就有充分

的、相对平等的对私人土地产权的保护。这是美国建立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也是几百年持

续发展的基础。 

  

  在战后出现的“东亚奇迹”中，东亚新兴经济体不仅经济快速稳定发展，而且大多成功转

变为民主宪政。奠定这些成功变化的共同基础之一就是土地改革。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

湾都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以平分的方式把土地分给农民，还以法律形式充分承认和保

护农民以及全体公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私有制不仅奠定了这些经济体内人民的平等、经

济和社会的稳定及发展的基础，而且奠定了这些经济体的政治体制向民主化健康发展的基石。 

  

  当然，人们也会在世界历史中找到很多例子，一个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却并没有完善

的宪政，比如，菲律宾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这表明，土地私有制是宪政的必要条件却不是

充分条件。土地私有制仅仅是土地私有制，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完整的宪政。 

  

  土地私有制与社会平等 

  

  土地私有制是否一定会导致不平等？否！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瑞典、丹麦、挪威、芬

兰等北欧各国，都是土地私有制国家。更全面地说，土地私有制既不是不平等的必要条件，

也不是经济平等、社会平等、政治平等的充分条件。但是，禁止土地私有制一定导致不可救

药的不平等。那是因为禁止土地私有制，会使公民丧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会导致政府的

无限权力；会使民主制度成为不可能，也会令宪政成为不可能。换句话说，禁止土地私有制

导致最严重的不平等，导致大部分公民受制于政府、丧失基本自由的不平等。 

  

  多年来，媒体大量曝光的触目惊心现象（地方政府强制拆迁，以胁迫甚至暴力抢占农民

土地、城市居民民宅），清楚表明了公民在没有土地产权的条件下是如何丧失经济自由的。

也许有些政府政策原本是为民生利益所设计。例如，国土资源部 2006 年推行的“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但是，只要公民没有土地的产权，他们就只能听任由地方政府决定的

命运摆布。随着国土资源部这一政策推出，许多地方找到曲解政策、强制拆迁的“良好机会”。

据报道，河北将拆建 7500 个村庄，由此“创造”建设用地 50 多万亩，成千上万农民被迫搬



迁（见《河北日报》报道）。再例如，重庆市政府的《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

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计划到 2020 年，要让近 1000 万农村人口出让土

地，转为市民。为此，从 2010 年秋季开学起，重庆各高校动员拥有该市农业户籍的学生转

为城镇户籍。拒绝转户的学生被以奖学金、入党甚至毕业证等事项相要挟（见《新京报》报

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第 39 条）“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在公民没有土地

产权的条件下，当地方政府有意侵占公民住宅的地产时，什么是保证公民这些基本权利的法

律和物质基础？ 

  

  产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有一种说法，任何国家承认的私有产权都是有限的。只要给公民土地的使用权，只要使

用权可交换，就已经够好了。因此，并不需推动土地私有化。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事实

上，这一说法都站不住脚。没有基本保护的使用权不可能成为产权的法律替代。 

  

  在任何法治国家里，承认土地私有权的核心问题是法律保护土地所有者的产权安全；土

地所有者拥有其产权的处置权，包括有权独立决定是否出卖，何时出卖以及如何出卖等。的

确所有国家对私有产权的承认和保护都是有限制的。但是，在任何法治国家里，这种限制都

是很小的问题，从不危及产权的安全，从不危及所有者对财产的处置权。例如，在美国和英

国，许多发展好的社区对本社区内房舍的风格颜色有一定的限制。再如，在苏格兰，许多草

地牧场都必须允许历史上遗留的步行的小路从中穿过，以方便大众或游客。以上所有限制都

是限制私人的产权以保护公众利益。同时，政府必须保护私人的产权。 

 
中国公民对土地所有权和宪政是否有需求 

  

  对于中国公民对于土地所有权和宪政是否有渴求，知识界有些人颇有怀疑。但是，无论

历史还是现状都告诉我们，中国公民对土地所有权的重要性知道得很清楚，近现代革命、历

代农民运动、或者暴乱，例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等，都与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诉求密切相

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是从土地革命开始。中共获得政权后，最重大的政策就是土地

改革，平均分配土地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 年宪法，以基本法的形

式承认和保护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权利。该宪法第八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

土地所有权。”此条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 1975 年修宪时被删除，至今仍然未恢复。中国

公民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对产权、自由、民主、宪政有着很强的意识，很强的需求。中

国近些年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冲突大多关系到土地产权。大量媒体曝光许多农民拼以性命保

护土地。冲突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农民认为地方政府用强制的手段侵吞他们对土地拥有的

天经地义的所有权。这一所有权原本应该是宪法的基础。在地方政府与公民因土地而产生的

冲突愈加激烈的时候，保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与保护公民对土地的

基本权利。以基本法约束政府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原本正是宪政的精髓所在。 

 


